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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欧亚大陆早期东西交流及其对人地关系演变的影响是多学科关注的前沿科学问题. 东欧平原西南部是早

期东西交流的关键枢纽, 驯化于中国的作物黍约3600年前传入该地区, 显著早于欧洲其他地区. 受限于系统植物

考古研究的不足, 该地区黍作物利用的演替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尚不清楚. 文章选取罗马尼亚雅西(Iasi)巴亚-因穆

基(Baia-În Muchie)遗址和多布若瓦茨(Dobrovăț)开展系统植物浮选与年代测定工作. 结果显示, 研究区所出土的

200余粒黍遗存与东亚地区已发表数据在尺寸上未见显著差异, 但粒型更为瘦长; 东欧平原西南部黍遗存出现年

代相较欧洲其他地区明显偏早, 跨高加索的黑海北部路线可能是黍经西亚进入欧洲的重要通道; 自青铜时代晚期

以来, 该地区黍作物的利用延续了两千余年乃至更久, 且存在明显的历时性波动, 相对集中于青铜时代末至铁器

时代初(1200~800BC)和罗马帝国晚期(AD250~400); 气候变化是背后重要驱动因素之一, 黍有可能是作为应对干

冷气候的优势作物而被种植利用. 本研究为探究黍传入东欧平原西南部的年代以及在该地区的利用变化提供了

重要的基础数据, 有助于全面认识早期东西交流及其对关键节点地区人地关系演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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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欧亚大陆东西交流的历史及其影响是地理学、考

古学、历史学和遗传学等多学科关注的重大科学问

题, 相关讨论涉及动植物、冶金术、城市化、游牧、

语言等诸多方面(Sherratt, 2006; 傅罗文等, 2009; Lu

等, 2009; 杨建华和邵会秋, 2014; Jones等, 2016; Miller
等, 2016; Zhou等, 2016; 陈坤龙等, 2018; 董广辉等,
2022). 5000~1500BC间欧亚大陆的东西交流出现并强

化(安成邦等, 2017, 2020; Liu等, 2019), 其带来的技术

革新促使不同区域史前人类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显著

增强(Chen等, 2015; Frachetti等, 2017). 起源于欧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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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东西两侧的农作物, 其跨地区的传播和交汇利用是

史前东西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Lightfoot等, 2013; 董

广辉等, 2017; Zhou等, 2020), 其过程与驱动因素的研

究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对认识欧亚大陆东西方

交流历史及其与文化地理格局的时空变化关系具有重

要的意义.
丝绸之路(绿洲通道)和欧亚草原通道是史前和历

史时期农牧人群迁徙扩散的主要通道(Zhao, 2011). 起
源于西亚地区的麦类作物在东亚地区传播和利用的时

空模式逐渐清晰(靳桂云, 2007; Long等, 2018; Dong,
2018). 黍粟约在10000年前驯化于中国北方(Lu等,
2009; Zhao, 2011), 前人研究已基本厘清其西传至中

亚、西亚的时空过程(Frachetti, 2012; Huang等, 2023),
但黍粟何时传入欧洲及其在当地利用的历史尚不清

晰. 虽然黍粟遗存常出土于欧洲5000BC年以前的遗址

地层中, 但其测年结果均晚于1600BC(Filipović等,
2020), 显示其出土层位可能受到扰动. 因此, 在欧洲

东西交流关键枢纽地区开展系统的植物考古工作、进

行系统的黍粟遗存测年非常必要.
东欧平原西南部南抵黑海和亚速海北岸, 西以喀

尔巴阡山脉为界, 东至顿河流域, 北与俄罗斯为邻, 包
括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 是丝绸之路和欧亚

草原的重要通道之一(图1), 也是欧洲连接中亚、西亚

等地区的主要通道. 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相继出现

了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Cucuteni-Tripolye Culture,
新石器到铜石并用时代, 5000~3600BC)、乌萨托瓦文

化 ( U s a t o v o C u l t u r e , 铜石并用到青铜时代 ,
3500~2950BC)、颜那亚文化(Yamnaya Culture, 青铜

时代, 3200~2400BC)、洞室墓文化(Catacomb Culture,
青铜时代, 2800~2000BC)、多绳纹文化(Multi-cor-
doned Ware Culture, 青铜时代, 2100~1750BC)、诺瓦-
萨巴廷尼夫卡文化(Noua-Sabatynivka Culture, 青铜时

代, 1700~1200BC)、木椁墓文化(Timber-chambered
Tomb Culture, 青铜时代, 1800~1200BC)和别洛泽尔斯

卡亚文化(Belozerskaya Culture, 青铜到铁器时代,
1200~900BC)、斯基泰文化(Scythians Culture, 铁器时

代, 700~300BC)、萨尔马提亚文化(Sarmatian Culture,
铁器时代, 300BC~AD400)和希腊罗马(Greek and Ro-
man Culture, 铁器时代, 300BC~AD476)等考古学文化.
已有考古学研究表明, 自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晚期

超大聚落解体后, 特里波利人自此向东部草原扩散

(Müller等, 2016); 而在颜那亚文化时期, 更有来自欧

亚草原的人群向西迁徙至此(Narasimhan等, 2019). 欧

亚大陆史前时代植物考古主要集中在东亚、欧洲西部

和西亚两河流域等地区, 从中亚到东欧平原这一广袤

区域开展的植物考古工作相对有限. 目前已有国内学

者前往中亚开展考古发掘和植物考古的工作(王建新

等, 2014; 陈冠翰等, 2020), 而地处交通枢纽位置的东

欧平原西南部关注度较低, 植物考古研究更为薄弱.
东欧平原西南部新石器时代以来主要农作物传

播和种植结构变化的时空框架已基本建立(Pashke-
vych, 2012; Corso等, 2022). 麦类作物约在5500BC从
西亚传播至该地区(Motuzaite-Matuzeviciute等, 2016),
主要类型为二粒小麦、单粒小麦和斯卑尔脱小麦, 辅

之以六棱裸大麦和皮大麦. 1600BC之后, 黍作物开始

出现, 随后在农作物结构中的比例不断提高, 直至青

铜时代末期-铁器时代超越麦类作物. 然而, 该地区地

层上下扰动严重, 炭化黍存在错层现象, 部分年代与

所出土遗址的时代误差较大(Motuzaite-Matuzeviciute
等, 2013). 此外, 以往研究仅关注早期(2000BC之前)地
层中的植物遗存, 2000BC之后该地区的植物考古资料

缺失明显, 无法从历时性视角获取更详细的作物种植

结构信息. 已有黍遗存测年数据主要来自研究区东部,
黍在该地区传播的时空过程仍不明朗, 粟何时传入该

地区尚不清晰. 若要厘清东欧平原西南部黍粟传播与

利用的时空过程, 分析其在作物种植结构中比重的历

时性变化, 亟待开展系统植物考古研究和碳十四年代

测定.
鉴于上述原因, 本项目拟对东欧平原西南部罗马

尼亚境内的2个遗址, 包括巴亚-因穆基(Baia-În Mu-
chie, 铜石并用时代-铁器时代)和多布若瓦茨(Dobro-
văț, 铜石并用时代及铁器时代)遗址进行系统的土壤

样品采集和浮选, 通过对炭化植物种子进行碳十四年

代测定, 以建立年代框架构建人类对植物资源利用的

过程. 本项目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化对黍粟西传时空过

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对于推动史前东西交流的关

键节点和相关人地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

意义.

2 样品来源与研究方法

巴亚-因穆基(47°25′53″N, 26°12′35″E, 海拔37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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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于1998年首次发现, 位于罗马尼亚村庄巴亚以北

2km的苏恰瓦(Suceava)县, 地处喀尔巴阡山脉地区下

部的莫尔道河(Moldau)大河谷的洪水台地上, 位于罗

莫西洛斯(Řomuzul Mocirlos)河和罗麦尔(Řomuzul
Mare)河之间. 在一个半圆形山前地带的台地边缘, 发

现了大量人工排水渠. 2012~2014年共进行了3次发掘,
发掘总面积524m2, 地层序列包括铜石并用时代早期

和晚期、青铜时代以及铁器时代, 保存和记录最为完

整的两个文化层年代分别为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和铁器

时代.

多布若瓦茨(46°56′1″N, 72°43′55″E, 海拔280m)遗
址地处雅西城以南约30km的一处丘陵地带, 处于农田

向森林的过渡地带. 为了更系统和全面地了解库库特

尼彩陶文化, 并为仰韶文化的研究提供跨文化对比的

启发性案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罗马尼亚科学院雅西分院雅西考古研

究所和雅西摩尔多瓦国家文化博物馆四家单位于2019
年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 2023年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

掘. 之前的地磁勘探在沿森林边缘的土路下发现一排

九座互相独立的房址, 2023年发掘了3号房址、5号房

图 1 已有研究所显示的距今4000~3000年间欧亚大陆农牧业扩散与交流情况
(a) 改绘自董广辉等(2022); (b) 遗址所标注年代基于该遗址出土黍粟遗存的碳十四年代, 单位均为a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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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和6号房址. 多布若瓦茨遗址文化堆积以库库特尼A
期文化遗存为主, 另有铁器时代遗存.

巴亚-因穆基遗址的浮选样品来自灰坑、陶罐、

火塘以及房址, 共浮选土样452升, 其中铜石并用时代

早期, 即前库库特尼文化时期(Pre-Cucuteni Culture,
4900~4300BC)的3号灰坑、1号火塘以及4号火塘中共

浮选土样三百余升, 其余土样来自铜石并用时代晚期

侯罗第什提(Horodiștea, 3500~3000BC)文化、青铜时

代和铁器时代地层. 多布若瓦茨遗址浮选采取针对性

采样法与网格采样法相结合的方法, 取样点包括房

址、灰坑、祭坛等遗迹单位. 采集库库特尼A文化时

期(4500~4200BC)浮选土样27份, 铁器时代浮选土样

11份, 共计38份, 浮选土样总量共计653升, 平均每份

浮选样品的土量约为17升. 植物浮选工作是在发掘现

场进行的, 大植物遗存获取采用小水桶浮选法(赵志

军, 2004), 使用的分样筛规格为80目, 孔径为0.2mm.
浮选所获得的大植物遗存为研究遗址年代问题提供了

较好的分析样本. 同时, 为更好探究黍传入欧洲的年代

问题, 本研究选择部分黍和小麦的炭化种子样品分别

在牛津和BETA实验室进行加速器质谱(AMS)碳十四

年代测定, 排除晚期植物遗存混入或被扰乱而造成的

讨论偏差.

3 研究结果

浮选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分别为炭化木屑以及植

物种子等两类, 浮选样品中的炭化木屑由于条件限制

未全部拣选, 故而不对其进行分析.
浮选出土植物种子可分为农作物和非农作物两大

类. 巴亚-因穆基遗址出土炭化黍(Panicum miliaceum)
97粒, 炭化小麦(Triticum sp.)2粒, 占全部出土植物遗存

的73%; 非农作物种子则包括蓼科(Polygonaceae)和禾

本科(Poaceae)等, 共计18粒, 占出土全部植物遗存的

13%; 未知种子以及碎种子共计19粒.
多布若瓦茨遗址中农作物有黍(P. miliaceum)和小

麦属(Triticum sp.), 合计149粒, 占全部出土植物遗存的

50.00%; 非农作物主要有禾本科(Poaceae)、苋科

(Amaranthaceae)、蓼科(Polygonaceae)、马齿苋科

(Portulacaceae)、茄科(Solanaceae)、茜草科(Rubia-
ceae)、忍冬科(Caprifoliaceae)、果核等, 共计74粒, 占
出土全部植物遗存的25%; 未知种子以及碎种子共计

75粒.
在巴亚-因穆基遗址浮选出土的植物遗存中, 黍遗

存占绝对性优势. 而在多布若瓦茨遗址浮选出土植物

遗存中, 炭化黍在铁器时代农作物遗存中绝对数量占

比高达82.2%, 远多于小麦的出土数量, 在库库特尼时

期的堆积中也发现有6粒.同时, 在出土概率方面,多布

若瓦茨遗址黍在库库特尼时期和铁器时期的出土概率

均与小麦持平, 而巴亚-因穆基遗址黍遗存的出土概率

也占据优势(图2).
从巴亚-因穆基遗址和多布若瓦茨遗址的浮选结

果来看, 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出土概率, 自东亚传播至

欧洲的黍与作为欧洲传统农作物的小麦相比均不占

下风.
另由于考古遗址中出土农作物籽粒之间的粒径、

重量等差异较大, 部分学者倾向利用不同农作物的千

粒重或者千粒体积指标对籽粒数量进行校正后再进行

相应的比较(Zhou等, 2016). 本文参考小麦和黍重量百

分比的计算公式, 以更好计算小麦和黍在当地生活中

所占的经济比重, 具体而言是以现代黍和小麦的千粒

重作为换算因子来计算遗址中各类作物的重量百分

比, 公式如下:

P S N F
N F N F( ) = ×

× + × ,S S

1 1 2 2

其中, P(S)是某种(计算)作物的实际重量百分比; NS为

该(计算)作物的粒数, FS为该(计算)作物的实际粒重;
N1为出土黍的粒数; F1=7.5g, 为现代黍的平均千粒重;
N2为出土小麦的粒数; F2=35g,为现代小麦的平均千粒

重, 计算可知黍在青铜时代及铁器时代占农作物经济

总量有所上升, 从浮选结果来看可与小麦平齐, 甚至

超过小麦(表1).
本研究挑选了3份巴亚-因穆基遗址前库库特尼文

化地层出土的炭化黍、10份多布若瓦茨遗址不同时期

遗迹单位出土的炭化黍和2份多布若瓦茨遗址库库特

尼A期晚段遗迹单位出土的炭化小麦进行了碳十四测

年, 共获得14个炭化黍年代数据和2个炭化小麦年代数

据(表2). 基于IntCal20(Reimer等, 2020)校正曲线, 用

OxCal v.4.4.4(Ramsey, 2017)软件对碳十四年代进行

了校正. 结果显示, 炭化黍最早年代为1442~1285cal
BC, 最晚则延续到cal AD890~1020, 两粒炭化小麦分

别为4336~4226cal BC和4333~4224cal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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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黍粒型特征

罗马尼亚巴亚-因穆基遗址和多布若瓦茨遗址作

为少数有中国学者参与发掘的东南欧遗址, 对于探讨

东西方之间农作物交流和饮食传统有重要的研究价

值. 饮食传统常常和谷物粒型相辅相成, 西方的烘焙

(baking and roasting)传统倾向于选择粒型较大的谷物,
以便于将谷物磨成面粉后制作面包; 东亚地区的蒸煮

传统(steaming and boiling)为了方便直接煮熟整粒谷

物, 而倾向于选择粒型较小的谷物(Liu等, 2016, 2020;
Ritchey等, 2021). 该假说在麦类作物粒型尺寸的东西

图 2 巴亚-因穆基遗址和多布若瓦茨遗址农作物图
(a) 绝对数量统计图; (b) 出土概率统计图; (c) 巴亚-因穆基遗址(左边)和多布若瓦茨遗址出土的部分炭化小麦和炭化黍图, 其中1和7为小麦,
2~6和8~14为黍. n表示粒数(number)

表 1 巴亚-因穆基遗址和多布若瓦茨遗址农作物重量百分比

文化年代
小麦 黍

绝对数量 重量百分比(%) 绝对数量 重量百分比(%)

巴亚-因穆基
前库库特尼 2 60.87 6 39.22

青铜时代及铁器时代 0 0 91 100

多布若瓦茨
库库特尼A期 8 80.35 6 19.65

铁器时期 24 50.22 111 4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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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异上得到具体体现(Liu等, 2016; Sun等, 2024). 由
于欧洲地区缺少具有量化统计意义的数据, 在以往研

究中尚缺少对东、西方黍遗存粒型特征的系统讨论.
罗马尼亚多布若瓦茨遗址和巴亚-因穆基遗址出土的

200余粒黍遗存为探究该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具体来讲, 多布若瓦茨遗址出土炭化黍遗存117

粒, 其中保存完好者77粒, 平均粒长1.68mm, 平均粒

宽1.42mm, 平均粒厚1.13mm; 粒长主要集中在

1.5~1.8mm, 粒宽主要集中在1.3~1.6mm, 粒厚则主要

集中在1.1~1.2mm, 长宽比为1.19. 巴亚-因穆基遗址同

样出土有炭化黍遗存, 对该遗址较为完整的9粒炭化黍

进行测量, 其长宽均值为1.92mm×1.45mm, 长宽比达

到了1.32. 综合两个遗址炭化黍的尺寸数据, 黍的长宽

均值为1.71mm×1.43mm, 长宽比约为1.20, 远远大于东

亚地区炭化黍的长宽比(Sun等, 2024). 如图3所示, 将

本研究所得炭化黍尺寸数据与已发表东亚地区的数据

进行对比, 尺寸上未见显著差异, 然而东欧平原西南部

出土炭化黍宽度偏小, 粒型明显更加瘦长. 那么, 东欧

平原西南部地区黍粒型的“瘦长”是否受控于饮食习惯

等因素?
欧洲的部分古典文献中记录了黍作物的食用方

式, 其中食用黍的最早书面证据见于古罗马时期, 科拉

姆莱(Columella, AD4~70)写道: “用小米做成面包, 趁
热吃很美味. 用数量不限的粟或黍捣碎去掉麸皮煮成

粥, 味道相当好, 尤其是和牛奶一起吃”; 老普林尼

(Pliny the Elder, AD23~79)则在他的《自然史》第十

八卷中提及: “在坎帕尼亚, 小米的口感特别好, 人们用

它来煮粥; 它还能做成非常甜的面包. 此外, 萨尔玛提

亚部落主要以小米粥为生, 甚至以掺有马奶或马腿静

脉血的生食为生.” 由上述文献可知, 在古罗马时期黍

主要用以制作面包和煮粥.
事实上, 在欧洲东南部地区, 黍用以制粥的饮食传

统并未改变. 20世纪80年代, 日本京都大学学者对于罗

马尼亚等地粟黍的传统食用方式进行了民族学调查.
结果显示, 罗马尼亚主要将黍制作为米片粥(Porridge,
即将黍压成片状煮粥)或是制作无酒精的饮料(Saka-
moto, 1987). 现在乌克兰地区则喜食南瓜小米粥, 此外

还有Golubcy(用卷心菜叶包裹小米粥)和Kulish(用黍

为原料的传统菜肴)等传统吃法(Pashkevych, 2022).
目前对于东欧平原西南部黍相关的煮食器物和技

术知之甚少, 而对文献记载和相关民族学材料而言, 东
欧平原西南部黍利用的主要方式为煮粥食用. 此外, 在
饮食方式上, 现代东欧平原西南部用黍制作面包时多

为整粒加入而非磨粉, 东欧地区对于黍的利用方式相

表 2 多布若瓦茨遗址(DT)和巴亚-因穆基遗址(BI)农作物测年结果

实验室编号 遗址 时代 遗迹 类型 δ13C(‰) 年代(a BP) 矫正年代
(cal BC/AD, 2σ)

Beta-678302 DT 铁器时代 祭坛 小麦 −23.2 5380±30 4333~4224BC

Beta-678303 DT 铁器时代 房址 小麦 −23.9 5390±30 4336~4226BC

Beta-678284 DT 库库特尼A 房址 黍 −9.6 2690±30 902~803BC

Beta-678285 DT 库库特尼A 房址 黍 −9.5 2560±30 805~747BC

Beta-678287 DT 库库特尼A 房址 黍 −10.8 1840±30 AD124~250

Beta-678288 DT 库库特尼A 房址 黍 −9.1 2740±30 932~813BC

Beta-678289 DT 库库特尼A 房址 黍 −9.7 1090±30 AD890~1020

Beta-678290 DT 铁器时代 房址 黍 NA 3110±30 1442~1285BC

Beta-678293 DT 铁器时代 房址 黍 −8.9 2850±30 1114~924BC

Beta-678295 DT 铁器时代 房址 黍 −8.2 2760±40 1002~821BC

Beta-678296 DT 铁器时代 灰坑 黍 −10.3 2780±30 1007~891BC

Beta-678299 DT 铁器时代 房址 黍 −9.7 2800±30 1018~895BC

OxA-30533 BA-1 BI 前库库特尼 火塘 黍 −10.1 1718±34 AD250~413

OxA-31350 BA-2 BI 前库库特尼 灰坑 黍 −8.62 1734±26 AD247~404

OxA-31351 BA-3 BI 前库库特尼 火塘 黍 −10.77 1808±25 AD166~335

OxA-31352 BA-3 BI 前库库特尼 火塘 黍 −7.88 1780±29 AD24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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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东亚地区并未发生实质性差异, 依然为粒食.
植物种实籽粒的大小可能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 黍于公元前三千纪从东亚向中亚、西亚传播, 至公

元前第二千纪中期传播至欧洲, 其到达东欧平原西南

部时的大小可能受到多个传播环节的影响, 气候、人

工管理条件乃至炭化的时间和温度均会影响考古遗址

出土炭化黍的籽粒大小. 目前有关欧亚大陆不同地区

黍尺寸差异的研究材料相对较少, 有待未来更多新材

料出现后做进一步分析.

4.2 黍西传至东欧平原西南部的具体过程

黍是起源于中国北方地区的重要农作物之一, 大

约距今10000年前开始被栽培利用(Lu等, 2009; Zhao,
2011). 前期研究表明, 受到中亚游牧人群快速兴起的

影响, 绿洲之路在公元前三千纪末逐渐成为欧亚大陆

农牧业东西交流的重要通道, 通过该通道, 农业扩散

和发展的进程加速(Liu等, 2019; 董广辉等, 2022). 哈
萨克斯坦(Spengler等, 2014)、土库曼斯坦(Spengler等,
2018; Motuzaite-Matuzeviciute等, 2022)以及伊朗

(Huang等, 2023)等地的植物考古学证据显示黍可能在

公元前三千纪末期经由“绿洲之路”从东亚传播至西

亚, 目前西亚地区最早的黍遗存来自伊朗哈雷卡什

(Ghale-Kash)遗址, 年代可追溯到2050BC(Huang等,
2023).

已发表的欧洲地区黍遗存碳十四测年数据主要来

自中欧和北欧地区, 东欧平原西南部和巴尔干半岛等

地区的数据相对较少. 欧洲新石器及铜石并用时代遗

址出土的黍遗存, 常常是晚期地层混入的(Lightfoot等,
2013; Motuzaite-Matuzeviciute等, 2013; Corso等, 2019;
Filipović等, 2020; An, 2023), 黍抵达欧洲的实际年代

可能远远晚于出土黍遗存的文化层年代. 欧洲最早的

炭化黍证据来自乌克兰境内青铜时代晚期的维诺格拉

德尼萨德(Vinogradnyi Sad)遗址, 约为1600BC(Filipo-
vić等, 2020),这说明最迟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黍已

经(经由西亚)抵达东欧平原西南部地区.
黍由西亚传至欧洲有两种可能的传播路线: 从伊

朗向北跨过高加索地区进入东欧的乌克兰(黑海北部

路线), 或是从伊朗向西经安纳托利亚半岛到达南欧的

希腊地区(黑海南部路线)(Valtueña等, 2017; Herrscher
等, 2018; Corso等, 2022; 邓振华, 2022). 目前欧亚大陆

交界地区(高加索地区、安纳托利亚半岛)尚未出现

1600BC以前的黍遗存证据(Liu等, 2019; Martin等,
2021; Corso等, 2022). 然而考虑到巴尔干半岛南部黍

遗存测年数据最早为1301~1215BC(Filipović等, 2020),
远远晚于东欧平原西南部地区, 有理由推测跨高加索

的黑海北部传播路线可能性更大. 未来期待东欧平原

西南部、欧亚大陆交界地区和巴尔干半岛地区更多的

植物考古和测年工作, 以促进黍西传具体路线问题的

解决.

4.3 东欧平原西南部黍作物的利用变化及其影响
因素

自5500BC麦类作物由西亚传入东欧平原西南部

后(Motuzaite-Matuzeviciute等, 2016), 该地区主要种植

二粒小麦、单粒小麦和斯皮尔特小麦, 辅之以六棱裸

大麦和皮大麦(Pashkevych, 2012), 直至青铜时代中晚

期, 黍作物才明确出现在该地区(Filipović等, 2020). 本
研究所得黍遗存的10个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 自公元

前第二千纪中期以来, 黍作为东欧平原西南部主要作

物之一被长期栽培和利用.
结合东欧平原西南部已发表的27个炭化黍测年数

据(Motuzaite-Matuzeviciute等, 2013; Filipović等, 2020;
An, 2023), 黍作物在该地区的栽培利用存在明显的历

时性波动(图4). 1600BC左右黍首次出现在东欧平原西

南部 , 之后黍遗存主要集中在 1 2 0 0~ 8 0 0BC和

AD250~400两个时段. 下文将详细介绍该地区公元前

第二千纪以来的考古学文化背景.

图 3 东亚地区和东欧平原西南部出土黍遗存尺寸比较
东亚地区数据来源于Sun等(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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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晚期(1700~1200BC), 东欧平原西南部主

要分布着乌克兰境内的萨巴廷尼夫卡文化、摩尔多瓦

和罗马尼亚境内的诺瓦文化和科斯罗根(Coslogeni)文
化, 它们同属一个紧密联系的文化系统, 主要分布在森

林草原南部和喀尔巴阡盆地、多瑙河下游、第聂伯河

下游之间的草原地带, 最远可达亚速海(Parzinger,
2013). 来自该文化区其他遗址的植物考古学数据表

明, 在青铜时代中晚期, 黍逐渐变为大麦和小麦以外

的主要农作物(Pashkevich, 2003). 同位素证据显示, 这
一时期人类的饮食依然以C3作物为主, 辅之以肉类和

鱼类(Privat, 2004), 黍作为一种新的农作物在这一时

期逐渐得到种植和利用.
青铜时代末期至铁器时代早期(1200~800BC), 黍

的种植量得到快速提升. 东欧平原西南部27个黍测年

数据中, 落于该测年区间的数据有8个, 占总测年样本

约30%. 其中, 多布若瓦茨遗址随机挑选的10粒黍遗存

中, 超过半数的黍遗存均落在该测年区间. 这一时期,
东欧平原西南部主要分布着别洛泽尔斯卡亚文化, 该

文化的多个遗址出土了黍遗存(Filipović等, 2020), 人

骨同位素研究结果也显示, 部分人群主要食用C4作物

(Privat, 2004). 这表明, 别洛泽尔斯卡亚人群开始接受

了这种新的作物, 并将其作为主食.
部分学者认为, 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早期黍在农

作物结构中比例的不断提高与气候变化有关(Corso等,
2022). 东欧平原西南部及周边地区的石笋氧同位素和

湖泊钻孔、土壤剖面的花粉记录均显示2000BC以来

该区域气候呈现干冷化趋势(Tonkov等, 2008; Feur-
dean等, 2021; Cruz-Silva等, 2023), 黍作为应对干冷气

候的优势作物而被种植利用. 至1200BC前后, 气候急

剧干冷化, 百年尺度的极端气候事件被认为导致了该

地区青铜时代晚期文化的崩溃(Kaniewski等, 2010;
Drake, 2012; Finné等, 2017). 别洛泽尔斯卡亚文化人

群可能正是为了应对气候极端干冷化提高了黍的种植

量, 导致黍在农作物结构中的比例不断提高, 部分人群

主要进食黍.
铁器时代中晚期(800BC~AD100), 东欧平原西南

部地区分布着许多族群, 包括斯基泰人和希腊殖民者.
目前该地区已发表的27个黍遗存测年数据中有7个落

在该时段. 斯基泰人是游牧部落, 以畜牧业为生. 然而,
考古发现的定居遗址、粮仓以及炭化谷物表明, 斯基

泰人也从事一定量的农业活动(Pashkevich, 1999), 主

要种植大麦、黍和少量的二粒小麦, 粟作农业是其生

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斯基泰人群开展的同位素

研究显示, 少数高度流动的个体与定居群体在饮食上

存在差异, 前者没有食用黍的信号, 而后者在大多数

情况下都食用C4作物(Ventresca Miller和Makarewicz,
2019). 相比于青铜时代的其他农业群体, 作为游牧群

体的斯基泰人较少从事农业生产, 但黍却在其一定比

重的农业经济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 一方面, 这可能

与黍种植所需劳动力投入较低有关(Miller等, 2016),
且黍可以和大麦交替轮作, 从而在一年内获得多次收

成; 另一方面, 也可能与黍秸秆可用作牲口饲料、补

充季节性草源不足有关(Larrazabal等, 2015). 同时期

位于黑海北岸希腊殖民地的部分遗址也发现了炭化黍

(Filipović等, 2020), 证明这一时期位于该地区的希腊

殖民者可能也在种植和食用黍作物.
罗马帝国晚期(AD250~400)是该地区栽培利用黍

作物的另一个关键时期. 东欧平原西南部地区的测年

黍中, 有5粒落在罗马帝国晚期, 占总测年黍数量的

19%. 在这一时期, 东欧平原西南部主要为斯拉夫人聚

集地, 部分则在罗马帝国统治下. 一方面, 黍一直是该

地区斯拉夫部落的主要粮食作物(Pashkevych, 2022);
另一方面, 罗马帝国在公元1世纪征服了达契亚, 占领

部分东欧平原西南部地区, 领土范围到达多瑙河中下

游地区, 同时也带来了罗马人(主要是平民)食用黍的

饮食习惯. 罗马帝国晚期欧洲出现的强烈气候变化,
被认为是导致西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Büntgen等 ,
2011), 黍可能作为应对恶劣气候的优势作物得到了进

一步的推广和普及.

图 4 东欧平原西南部已有黍遗存碳十四数据的概率累积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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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前两千纪开始, 黍出现在东欧平原西南部

地区并传播、栽培利用延续至今. 尽管每个时期都有

存在黍的利用, 但是存在明显的历时性波动. 青铜时

代末至铁器时代初(1200~800BC)、罗马帝国晚期

(AD250~400)气候急剧变化, 也是对应于东欧平原西

南部黍大量利用的关键时期. 来自法国的黍素证据同

样显示, 黍的种植量在青铜时代晚期和罗马时代晚期

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Jacob等, 2008), 这与东欧平原

西南部地区炭化黍遗存的证据相契合, 显示了气候变

化可能在更大地理范围尺度上影响到黍在欧洲的栽培

利用. 未来期待在东欧平原西南部地区系列遗址开展

更多植物考古和测年工作, 更加系统地探讨青铜时代

以来黍在东欧平原西南部地区的利用变化及其背后的

气候、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等多种影响因素.

5 总结

欧亚大陆早期东西交流及其对人地关系演变的影

响是多学科关注的前沿科学问题. 东欧平原西南部是

早期东西交流的关键枢纽, 驯化于中国的作物黍约在

3600年前传入该地区, 显著早于欧洲其他地区. 受限

于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不足, 该地区黍作物利用的演

替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尚不清楚. 基于此, 本研究选取

东欧平原西南部罗马尼亚巴亚-因穆基遗址和多布若

瓦茨遗址开展了系统的土壤样品采集、植物浮选和年

代测定工作.
结果显示, 研究区所出土的200余粒炭化黍种子与

东亚遗址已发表黍遗存数据在尺寸上未呈现显著差

异,但粒型更为瘦长;东西方之间黍作物呈现粒型差异

的原因, 仍有待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 东欧平原西南部

黍遗存出现年代相较欧洲其他地区明显偏早, 跨高加

索的黑海北部路线可能是黍经西亚进入欧洲的重要通

道. 该地区黍作物的利用延续了两千余年乃至更久, 且
存在明显的历时性波动, 相对集中于青铜时代末至铁

器时代初(1200~800BC)、罗马帝国晚期(AD250~400);
气候变化是背后重要驱动因素之一, 黍可能作为应对

干冷气候的优势作物而被种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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